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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琪* 張恒豪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感謝何明修及蔡佳泓兩位教授，針對〈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太陽

花運動參與者的人際連帶與社群媒體因素初探〉（以下簡稱「〈網絡社會運

動〉」）這篇研究論文提供的精闢評論。兩位評論作者似乎很有默契地做了分

工—何教授聚焦於人際連帶因素，而蔡教授稍微較著重社群媒體因素。

網友、朋友、盟友？人際關係的測量與轉變

關於人際連帶因素，兩位教授分別帶出了精彩的討論。在〈網絡社會運

動〉的分析中，參與者前來現場的人際連帶因素包括「網友動員」此類別。

基於此，何明修教授的第一點評論著眼於「網友」的角色，指出「要如何定

位網路上所形成的人際關係？」首先，何教授提到，「網友關係與現實人際關

係到底是重疊，抑或是區隔？」「在臉書與 Line盛行的臺灣，所謂『網友動

員』也可能是來自不同的網路媒介。」接著提到 PTT的社會關係應比臉書更

薄弱等等相似邏輯的討論。從這些討論內容可看出，由於臉書是「在網路上

與朋友互動」的「虛擬空間」，因此何教授將臉友視為網友的一種。

事實上，我們在研究進行的不同階段（題項設計、分析資料）都曾針對

「網友」此用詞進行大量討論。基本上，我們認為對多數人來說，臉書是既有

人際關係的網路聯繫，它只是提供了一種極端方便的通訊聯繫與互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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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雖無法否認確有某些喜歡擁有大量臉友數的人把完全不認識的人也加入

自己的臉書好友，但多數人的使用方式仍基於現實生活人際關係來建構他╱

她的臉友成員。換句話說，在日常生活語言中，我們通常不會把臉書上的朋

友理解為「網友」，因為他╱她們絕大多數都是（至少找得到一些連結理由

的）朋友或熟識。臉書之外，Line是另一種臺灣人大量使用的通訊工具。比

起臉書，Line的使用者可能更重視熟識與否。排除商業行銷性質的 Line帳

號的話，Line上的朋友離「網友」的概念更遙遠。若常民語言裡的「網友」

這個概念並不含糊，1那麼「網友動員」這個分類就不應被理解為臉書或Line

上可能「涉及了情感的投入」的強連帶。

其次，何教授提到原初的問卷設計與前來參與的人際因素有關的題項

（指同學邀約、朋友邀約……網友動員等選項）可能有問題。蔡教授也提到

類似的問題。我們必須承認此點研究設計上的不足。當初的問卷設計幾乎是

在半天內完成（當時乃以二十多年前的學生運動野百合做為想像參照—七

天結束），的確缺乏足夠清楚的問題意識。蔡教授建議可以將問卷改為有沒

有跟同學、朋友、老師、家長一起來。事後反思，我們認為若能將題項修改

為：「來到靜坐現場之前，你是否已知有□□在這裡？」（而□□則是各種現

實世界人際關係），可能會更理想。

何教授指出在社會運動文獻中，對既有人際關係的看法不一。在某些議

題的社運中，人際關係的影響可能是負面的，因此建議「詳述網絡的作用，

具體說明不同強度與種類的社會聯繫如何影響社運動員」。我們認為沒有一

個社會運動的出現是單一原因造成的。我們的研究只能區辨不同人際關係對

參與者的參與以及停留的影響，若要檢視運動的特性和網路的效果，則有待

進一步的比較研究處理。

何教授又進一步指出，停留的原因可能是現場的因素，而非先前的人際

關係。並明確建議「接下來的研究可以考慮納入抗爭事件發現後的變項（例

如是否有在抗爭現場認識新朋友、是否有參與志工活動等），進而掌握密集

1  亦即，指虛擬空間有所互動的人，但沒有變成現實生活世界的朋友。若網友關係有機會進
一步深入而成為朋友，那麼，新的關係就應被更新理解為朋友（或甚至男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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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之特殊性。」我們的確沒有掌握現場的互動狀況與影響。這非常值得

未來的研究者進一步分析，才能同時討論參與者參與前的人際關係網絡，及

參與者到現場互動對參與強度（停留時間）的影響。

再談社群媒體與公民行動參與

社群媒體是否強化支持社運的態度？針對社群媒體這項因素，蔡佳泓教

授這份評論提供較多討論。他一方面點出〈網絡社會運動〉的限制，提醒我

們這項論證仍須累積更多具體證據；另一方面，為了進一步檢驗相關論證，

他也提供了利用社會變遷資料所做的分析。他的分析間接證實我們在文章中

的論點。

首先，我們相當同意蔡教授所說的「使用社群媒體與態度強化之間的關

係仍有待進一步檢證」。這也正是為何我們在原文最後花了兩頁討論推論限

制，提醒讀者，相關雖存在，因果關係的方向仍難以確立。雖然如此，我們

仍有幾個具體理由來認為目前所觀察到的正相關（社群媒體使用量與太陽花

參與程度或支持態度）很可能真有其因果影響：

一、媒體所傳達的訊息內容，對個人態度或行為會有影響，目前已有許

多研究提供可靠證據（分散在傳播學及經濟學等領域）（Della Vigna et al., 2014; 

Gallagher, 2014; Reeves et al., 2016）。本文作者之一亦曾採用實驗法（隨機分

組）來設計研究，發現訊息接收者閱讀了不同立場的文章後，態度明顯受到

影響。二、以臉書為例，臉書上雖有看法歧異的使用者各自表達不同立場與

相關訊息，但因使用者偏年輕，年齡又與太陽花支持態度呈負相關（陳婉琪

等，2016），我們認為在太陽花運動中，社群媒體的使用量越高，2的確代表

著暴露於較多反服貿、支持太陽花的論述中。這也解釋了為何不同來源的資

料，都一致顯示社群媒體使用量與太陽花支持態度或參與程度的正相關。

臉書上的內容訊息有較高比例傾向支持社運議題嗎？未經內容分析，我

們難以回答這個問題。但若暫憑主觀印象，我們會先假定答案因議題而異。

譬如，比起太陽花或同志議題，臉書上的勞工議題與反核議題，似乎沒有那

2  我們所蒐集的資料已顯示，使用社群媒體，在這群樣本當中乃以臉書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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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得到明顯支持，訊息量也相對少。換句話說，雖然社群媒體在太陽花相關

議題上可能扮演了強化支持的角色，但「社群媒體使用量」並不必定與其他

社運態度或公民行動相關。針對這點，我們的看法與蔡教授的評論文最後一

段是一致的—亦即，社群媒體對公民態度或行動的影響，可能因議題而異。

其次，蔡教授指出〈網絡社會運動〉一文「一開始借用的理論是新科技

轉變了過去需要外在誘因的集體行動，成為只需要自我實現的意念即可驅使

行動實現」，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並不符合我們的原意。原文的論證的確提

到在新通訊工具的影響下，個人行動的驅動因素較不須倚賴外在誘因（如組

織資源、人際連帶），因而提高了自發性的重要程度。但這並不等同於「只

需要自我實現的意念即可驅使行動實現」。

我們認為既有人際連帶的影響力之所以降低，正是由於新的通訊工具或

媒體形式使得各類特定議題的網路社群能以幾乎沒有成本的方式形成，同時

提供部分行動基礎（譬如，快速傳播關鍵訊息、形塑集體認同）。過去，缺

乏既有人際連帶，成為參與集體行動的一大障礙，個人必須要有極強的信念

才能跨越此門檻。然而，在網路社群分工專精成熟的網路社會中，看似缺乏

現實世界人際連帶（指並不確知參與者有無熟識）的個人，在參與集體行動

前，可明確預期—行動參與者可能已共享資訊、針對行動方案交換過意

見，甚至已形塑出強烈的集體認同。

回到蔡教授的遣詞用句：僅靠自我實現的意念，便能驅使行動實現嗎？

我們並未如此宣稱。更準確的說，在許多溝通障礙、訊息障礙，或集體認同

障礙大幅降低的情況下，其實已為「驅使行動實現」鋪好一條尚稱通暢的路

了。此時，若要說將成功的集體行動歸諸於「自我實現的意念」，或零散鄉

民的個人意志力，我們認為這種說法過於誇大，也忽視了網路工具已為集體

行動鋪陳好「基礎建設」的事實。而這些「基礎建設」很可能反過來成為參

與者的外在誘因。

最後，如果有人說網友與臉書造就了太陽花運動，實在是過度簡化了社

會運動背後的結構、文化等因素。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新科技的興起對人際

連帶、資訊傳播，甚至是社群組成的方式有一定的影響。我們的文章只能在

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下以太陽花的動員做一些初步的探索，並針對網路社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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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動員論點提出實證資料的檢視結果。太陽花已過三年了，當時的參與者

與網友、臉友與現場結交的朋友，在三年後的連結與互動為何？政黨輪替

後，對相似的公共議題是否還是維持著同樣的關切與熱情？這些都值得進一

步探索。感謝兩位教授的回應，相信這樣的對話有助於更細緻的研究設計與

進一步的理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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